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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识别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是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优化区域人才资源分布格局的

基础。 本文基于 2004 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微观数据,分析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 实证结果表明: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人才流动形成拉力,较高的消费支出对人才流动形成推力;便捷的生活和优质空气对人才流动形成拉力;
高排名机构更容易集聚人才,但具有较高创新发展水平的地区和机构,人才的流动性也越强;乡土对人才流动具有拉力作用;
在不同职业阶段,职业发展要素与乡土偏好对学者流动的影响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而经济与社会环境要素却呈现出显著

差异。 通过揭示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及不同职业阶段各类要素对人才流动影响作用的异同,丰富了科技人才流动

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基于客观规律科学施策以吸引人才集聚和引导人才有序流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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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1] ,而人才是

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 人才的流动不仅能够促进“缄默知识”在区域和机构之间的分享和溢出,而且能够推

进人才资源结构与布局的演变[2] 。 因而人才的流动,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的流动,一直以来就是各级政府

和组织机构高度关注的焦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这就要求中国要努力吸引和集聚一批世界一流的科技人

才,同时要盘活现有人才资源,优化领军人才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 而科

学识别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是政府有效施策以实现以上目标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科睿唯安年度“高被引科学家”榜

单显示,当前中国高被引科学家已稳居亚洲第一位,全球第二位,中国正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但科技

领军人才流动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期一个新兴的人口学现象,却广为社会诟病。 人才流动问题备受关注,曾
有代表在两会上表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

才大量外流”“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 “孔雀东南飞” “中西部

危机”“东北部困境”等被广泛提及用于描绘人才流动过程中的失序现象[3] 。 因此,探究中国科技领军人才

流动的影响要素,是政府回应社会焦点,并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引导人才有序流动的逻辑起点和施政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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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科学回答科技领军人才为何流动是关系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议题。 关于这

一主题,经典经济理论主要强调经济要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作用[4] 。 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被视为人才流动

的前置要件,既有实证研究表明,GDP、工资水平、汇率等会影响科技人才的外流[5] 。 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认为与一般劳动者相比,科技人才对地区生活环境更为敏感[6] 。 还有学者从内驱力的角度探究科技人才流

动,认为除外在环境外,与学者学术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要素也会影响其流动决策[7-9] 。 此外,还有研究显

示,在控制其他要素的前提下,学者更倾向于向母语国家流动和聚集[10] 。
人才是强国建设的基础,领军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中国加快推进人才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亟待解答以

下问题:影响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主要要素有哪些? 在不同职业阶段各类要素的影响作用有何异同? 但

综观已有研究,大多是以国际学者为样本而展开,针对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科技领军人才的大样本研究还非常

有限。 在有限的成果中,又多以整体性经验性判断为主,计量分析特别是借用计量模型比较不同阶段学者流动

决策的成果不足。 为此,本文以 1999—2016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样本,通过手动搜索和追踪其职业流

动经历,分析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及不同职业阶段各类要素对学者流动影响作用的异同。 之所

以选择这一群体为样本,是因为一方面,现实中科技领军人才类型较多,口径不一,想要开展整体性的计量分

析非常困难且不具有科学性,选择某个代表性群体为样本是目前学界开展人才研究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中国当前各界公认的科技领军人才标识与品牌,不仅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且备受关注,
相对而言履历信息更容易通过网络公开途径搜寻且相互印证。 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丰富学界在人才流动领

域的既有成果,同时也为理性看待科技领军人才的流动,推动政府科学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与一般劳动力相比,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的稀缺性更强,也更容易突破区域和制度壁垒实现

流动。 通常而言,个体流动决策主要受到来自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力双重要素的影响,王腾等[11] 基于扎根理

论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建立起顶尖科技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模型,诸多成果也从不同方面论证

了引起人才流动的核心要素。
(一)外在环境与职业流动

经济要素是外在环境的重要组成。 经济学经典“推拉”理论主要强调经济要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作用,认
为人的流动是流出的推力和流入的拉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4] 。 另有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个体就职所在地

的总体发展水平与人才的流动紧密关联[12] ,地区 GDP 发展水平、工资水平等经济要素会对学者流动产生影

响[5] ,正是因为经济势差的存在促进了中国科研人员的回流[13] 。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控制个体

背景变量后,非经济因素是科学家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相关经济因素(如工资和福利等)对个体流动并没有显

著影响[14] 。 尽管如此,更多的研究支持了经济要素对人才流动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观点,追求正向经济收益是

个体流动的基本动力。 除正向收益外,流动也必然给个体带来负向成本,有研究表明,学者的自愿性流动会受

到流动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的制约,对于有配偶和子女的学者,流动还会受到家庭流动成本的影响[15] 。 因

此,为吸引和集聚人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以工资溢价和提供家庭安置补偿等形式以弥补个体的流动

损失[16-18] 。
除经济要素外,社会环境要素也被证实为学者流动决策的重要考量。 2005 年韩国政府启动首尔城市群

(the
 

Seoul
 

Metropolitan
 

Area)国立科研机构外迁工作,但十多年后这一政策以失败告终。 有学者指出相对于一

般从业者,学术从业者对地区生活环境更为敏感,政府在引导人才流动中缺少对学者生活环境的考虑是韩国政

策失败的重要原因[6] 。 部分国内学者也证实了社会环境要素对个体流动的影响作用,认为生活便利程度、宜居

环境、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都会对科学家的流动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9-23]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

展,能够对人力资本集聚产生“虹吸效应” [24] ,而城市空气污染则会抑制人才流入,刺激人才流出[25] 。
(二)内在动力与职业流动

除外在环境外,人才流动同时也会受到内在动力的影响。 职业发展是内在动力的重要方面。 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与经济要素相比,更好的职业发展是学者流动的主要原因[8,26] 。 从区域视角看,地区 R&D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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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流动基本情况统计

分类属性 规模 占比(%)

流动占比

总样本 2004 人

有流动经历 935 人 46. 7
入选长江后有流动 226 人 11. 3

无流动经历 1069 人 53. 3

流动频次

总频次 1536 次

入选前流动 1066 次 69. 4
入选后流动 266 次 30. 6

水平及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对学者流动决策具有显著影响[21] 。 但其影响作用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R&D 投入水平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作用较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R&D
投入水平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作用较小[27] 。 此外,机构声望、研究资源、同伴环境等与个体职业发展密切相关

的要素也会对人才流动产生影响[28-29] 。 更有学者提出,科研本身给学者带来的满足感能够抑制个体对收入

增长的需要,为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学者往往愿意在经济收入上蒙受一定损失[30] 。
内在动力中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归土偏好。 20 世纪 60 年代,Lee[4] 提出人口流动除推拉要素外,还会受

到距离远近、语言文化差异等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形下,母语国家更容易获得

科学家的亲赖[31] 。 归土偏好的存在合理地解释了发生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回流现象,也成为多国针对

性制定人才回流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随之,诸多国家转变了传统人才流失理论的悲观视角,转而从一种

更加积极的立场出发,将人才外流视为一种“人才储备” [32] 。 然而,这一结论在中国科技人才的省际流动中

却并未得到证实,瞿群臻等[33]以 281 名院士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具有流动经历的院士与籍贯地、受教育地之

间的黏性较弱,他们更倾向于远离籍贯和受教育所在地继续职业发展。
科技领军人才流动是事关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 尽管既有研究已相对丰富,但总体而言还缺

少针对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科技领军人才群体的大样本研究。 部分国内学者围绕中国科技人才群体开展

针对性研究,但聚焦于流动的成果还相对有限,且有限的成果中,多是以整体性经验性判断为主,缺少更为

精确的计量分析和多样化的流动比较。 因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学者有其独特的自有特性,学界关于科技人

才流动影响要素的探讨并未能达成共识[34] 。 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类型的学者,因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个体

需求发生变化,影响流动决策的核心要素也将有所改变。 例如,OECD[35] 就指出,经济等要素在学者职业生

涯早期对流动决策的影响会大于职业生涯中晚期。 为此,本文着眼于中国科技领军人才群体,从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职业发展和归土偏好 4 个向度出发,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并进

一步比较不同职业发展阶段这些要素对流动影响作用的异同。 为丰富学界关于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研究

做出一定贡献,也为中国科学施策以吸引科技领军人才集聚和引导人才有序流动提供参考。

三、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流动概况

1. 数据来源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于 1998 年设立,是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各

界公认的领军人才标识与品牌。 本文以 1999—2016 年入选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样本,通过网络途

径手动搜索和整理其职业履历信息,最终获得 2004 个有效样本。 样本观察期自学者获得学术聘任起至

2019 年止,“流动”的判定依据为个体与机构雇佣关系的正式变更。 研究依据流动的实际发生,将有流动经

历样本的观察期分成多个区间,每个区间整理为独立样本,没有流动经历的样本为 1 个区间,最终整理出

5052 个区间记录,得到以区间为单位的截面数据。
2. 流动概况

样本流动的基本情况见表 1。 从流动占比来看,2004 个样本中,46. 7%的样本具有清晰的职业流动经

历,占比较为可观。 但 935 名流动群体中,仅有 226 位学者在入选长江学者之后有清晰的职业流动经历,占
总样本的 11. 3%。 可见,中国科技人才大规模的“携帽

子流动”现象实际上并未发生。 从流动频次来看,2004
个样本中共可观测到 1536 次清晰的职业流动经历,平
均每人流动 0. 77 次,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仍缺少活

力。 因此,中国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激发学术劳动力

市场活力,以人才的有序流动促进人才区域的合理布

局和协调发展,就首先要精准识别人才流动的关键

要素。

72

柳　 瑛等:
  

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研究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1. 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学者是否发生流动,如果学者在受聘到某机构后发生流动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学者流动决策会受外在经济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的影响。 经济环境要素中,收入

水平越高、生活成本越低,人才流出的可能性越小。 区域人均 GDP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当地的工资收入及

福利待遇等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的生活成本,故选取这两个指标作为经济环境

要素指标。 社会环境要素中,生活便捷程度越高、空气质量越好,人才流出的可能性越小。 研究以交通仓储

邮电业从业人员数测度区域生活便捷度,因为从理论上讲,地区交通仓储邮电从业人员数越多,代表该地区

交通和邮政快递行业越为发达,居民生活也更加便捷,以 SO2 排放量测度区域空气质量,SO2 排放量越高,地
区空气质量越差。 同时,学者流动决策也会受内在职业发展动力和归土偏好的影响。 本文将职业发展要素

分成区域创新发展水平、机构排名和机构科研质量 3 个指标,区域创新发展水平以年度专利数测度,年度专

利数越高,区域创新发展水平越高。 机构排名和科研质量以当前已获得国内普遍认可的权威性榜单“软科

中国大学排名”为基础经整理而得①。 将归土偏好细分为乡土偏好和母校偏好两个指标,其中,如果学者籍

贯或出生地与当前任职机构所在省份一致,则乡土偏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如果学者高等教育阶段的就

读省份与当前任职机构所在省份一致,则母校偏好赋值为 1,否则为 0。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并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学者的年龄、在所属机构的工作年限、研究领域及个体

流动偏好为控制变量。 其中学者年龄取值为区间记录结束时间与学者出生年份之差②,所属机构工作年限取值为

区间记录的结束年份与开始年份之差。 研究领域按照长江学者设岗学科进行归类,自然科学领域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个体流动偏好依据其在整个观察周期内的累计流动次数进行赋值,若某学者的累计流动次数超过 3 次,则将其

偏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各变量含义、代码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各变量含义、代码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及代码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流动( flow) 5052 0. 496 0. 500 0. 000 1. 000

经济环境要素
经济发展水平(ln_pgdp) 4437 10. 782 0. 496 9. 543 11. 730
居民消费水平(ln_cpi) 4437 9. 667 0. 274 9. 272 10. 087

社会环境要素
生活便捷度( soc_conv) 4437 18. 442 19. 782 0. 310 52. 285

空气质量(ln_air) 4437 11. 164 0. 811 6. 719 13. 164

职业发展要素

区域创新发展(ln_inno) 4437 10. 147 1. 201 4. 852 11. 669
机构排名(org_rank) 5052 90. 545 135. 215 1. 000 600. 000

机构科研质量(org_res) 4836 1. 183 0. 405 0. 300 2. 000

归土偏好
乡土偏好(birth_work) 3253 0. 354 0. 478 0. 000 1. 000
母校偏好(edu_work) 5052 0. 594 0. 491 0. 000 1. 000

控制变量

年龄(age) 4644 45. 305 10. 542 20. 000 64. 000
所属机构工作年限(work_year) 5052 12. 293 9. 753 0. 000 42. 000

研究领域( res_area) 5052 0. 776 0. 417 0. 000 1. 000
流动偏好( fl_lover) 5052 0. 191 0. 393 0.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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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研究所涉的所有区域宏观数据均采集自 EPS 数据平台,主要以地市级数据为主,时间段为 2001—2018 年。 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年度

专利数”缺少地市级数据,故用省级数据替代。 为减少数据波动,人均 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SO2 排放量、年度专利数做对数转换和处

理。 因部分年份数据缺失,且学者流动又发生于不同的年份,故将所有区域宏观数据统一做均值处理。 研究中所涉所有机构数据均依据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而得,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其中机构排名以 2021 年度榜单为基础改编,具体步骤为:①以榜单中的参考排名

赋值机构排名,参考排名为 600+的按照 600 赋值,未在榜单中出现的国内院校按照 600 赋值;②对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所有

机构,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排名赋值;③对所有境外机构排名赋值为 1,所有国内院校排名赋值统一加 1。 机构排名数值越小,则综合实

力越强。 因 2021 年度榜单未公布所有机构的科研质量,故科研质量指标以机构科研质量数据相对较全的 2018 年度榜单为基础改编,具体

步骤为:①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所有机构的科研质量,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质量赋值;②榜单中国内机构的科研

质量最高取值为 1. 548,对境外机构的科研质量统一赋值为 2;③未在榜单中出现的机构,科研质量按照缺失值处理。

 

如学者年龄小于 20,则按照缺失值处理。



　 　 2.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学者流动决策主要受到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力的影响,外在环境中涵盖经济环境

与社会环境,内在动力包括职业发展和归土偏好。 同时,在细化学者流动决策模型时,需要考虑一系列个体

层面的特征变量,这些变量对学者的流动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个体流动决策模型可构建为: Mobilityi =
f(E i,Si,C i,Hi,P i) 。 其中:Mobilityi 是一个二元变量,表示学者 i 是否从当前供职机构流出,其取值仅有 1
(流出)或 0(未流出);E i 为经济环境要素,具体包括学者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这些因

素直接关系到学者的经济激励和生活成本;Si 为社会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地区的生活便捷度和空气质量,它
们对学者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C i 为职业发展要素,主要包括区域的创新发展环境,所在机

构的排名及科研质量情况,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学者的职业成长与前景;Hi 为归土偏好,主要包括学者当前

就职地与籍贯或出生地是否一致,以及与高等教育接受地区是否一致的情况,这种情感上的联系可能影响

学者的流动决策;P i 为部分个体特征变量,如年龄、在当前机构的工作年限、专业领域及个体流动偏好等,这
些变量从多个维度刻画了学者的个人属性与流动倾向。 鉴于被解释变量(即学者是否流动)为二元变量,
Logit 模型为处理二元响应变量的经典模型,因此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有效检验各要素与学者流

动决策之间的关系。

P(yi = 1 | X i) =
exp(βX i)

1 + exp(βX i)
(1)

其中: X i 为影响学者 i 流动决策的协变量;yi 为二元变量,如果学者 i 发生流动则为 1,否则为 0。 此外,研究

以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年份为界,将样本的职业生涯分为入选人才计划之前和入选人才计划之

后两个阶段,利用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在学者不同的职业阶段,各类要素对个体流动决策影响作用的异同。
在深入评估各类要素对学者入选人才计划后流动决策的影响效应时,研究发现当前阶段样本中实际流动事

件发生的频次较低(2004 名样本中仅有 266 次流动发生),这个“稀有事件”很可能会给模型估计结果带来

偏差,而解决 “ 稀有事件偏差” 的有效方法就是使用非对称的 “ 极值分布”, 用 “ 补对数-对数模型

(complementary
 

Log-Log
 

model)”来进行估计。 因此,本文在经典 Logit 模型基础之上,引入了 Cloglog 模型进

行回归验证,该模型的具体表达形式设定为: pi = Pr( yi = 1 | X i) = 1 - exp[ - exp(βXi) ] 。 其中: βX i =
ln[ - ln(1 -pi)] 。 两次对数转换的目的在于更精确地量化解释变量对目标事件发生概率 pi 的边际影响,
从而在低频率事件分析场景中提供更为稳健和准确的预测与解释能力。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人才流动的主要影响要素

1. 基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各类要素对人才流动影响作用的基本回归结果见表 3。 其中,模型(1) ~模型(4)分别反映了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职业发展和归土偏好四类要素与人才流动之间的单一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5)是对所有上

述影响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的回归结果。 通过从模型(1) ~模型(4)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环境要素中,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ln_pgdp)和较低的居民消费支出(ln_cpi)对人才流动形成

拉力,相反,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ln_pgdp)和较高的居民消费支出( ln_cpi)对人才流动形成推力。 一方面,
人均 GDP 发展得越快,人才流动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因为既有研究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意味

着个体收入的差异,而收入差异显著影响中国科技人才的流动选择[36] 。 除收入差异外,具有较高经济发展

水平的地区往往可以供给更丰富便捷的公共服务、更完善健全的制度环境、更优质丰厚的研发资源等,这些

对科技人才都具有强引力作用。 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得越快,人才流动发生的可能性越高。
因为较快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意味着较高的负向经济成本增长,这对科技人才特别是尚处于职业发

展阶段的青年学者会形成明显的推力作用。
其次,社会环境要素中,生活便捷度( soc_conv)对人才流动具有较强的拉力作用,而空气质量( ln_air)虽

然未有显著性影响,但变量系数方向为正,提示空气污染可能对人才流动形成推力作用。 与一般劳动力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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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类影响因素与人才流动的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ln_pgdp -1. 776∗ ∗∗

(0. 185)
-1. 478∗∗∗

(0. 296)

ln_cpi 2. 682∗∗∗

(0. 322)
2. 984∗∗∗

(0. 759)

soc_conv -0. 009∗∗∗

(0. 003)
-0. 036∗∗∗

(0. 009)

ln_air 0. 092
(0. 069)

0. 203∗∗

(0. 094)

ln_inno 0. 279∗∗∗

(0. 056)
0. 210∗

(0. 111)

org_rank 0. 010∗∗∗

(0. 001)
0. 010∗∗∗

(0. 002)

org_res 2. 277∗∗∗

(0. 357)
3. 193∗∗∗

(0. 473)

birth_work -0. 282∗

(0. 149)
-0. 978∗∗∗

(0. 219)

edu_work 1. 307∗∗∗

(0. 161)
1. 243∗∗∗

(0. 191)

age -0. 329∗∗∗

(0. 012)
-0. 302∗∗∗

(0. 011)
-0. 334∗∗∗

(0. 013)
-0. 300∗∗∗

(0. 014)
-0. 318∗∗∗

(0. 016)

work_year -0. 069∗∗∗

(0. 009)
-0. 089∗∗∗

(0. 009)
-0. 049∗∗∗

(0. 011)
-0. 123∗∗∗

(0. 011)
-0. 061∗∗∗

(0. 014)

res_area -2. 320∗∗∗

(0. 150)
-2. 362∗∗∗

(0. 148)
-2. 354∗∗∗

(0. 156)
-2. 420∗∗∗

(0. 165)
-2. 309∗∗∗

(0. 186)

fl_lover 2. 058∗∗∗

(0. 187)
2. 123∗∗∗

(0. 184)
2. 402∗∗∗

(0. 203)
1. 896∗∗∗

(0. 210)
2. 593∗∗∗

(0. 272)

_cons 10. 452∗∗∗

(2. 210)
15. 448∗∗∗

(0. 952)
11. 070∗∗∗

(0. 767)
16. 211∗∗∗

(0. 676)
-4. 735

(6. 024)
obs 4105 4105 3907 3092 2662

Prob
 

>
 

chi2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Pseudo

 

R2 0. 6885 0. 6696 0. 6943 0. 6595 0. 7053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统计性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累积优势的科技领军人才对个体生活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 宜居、便捷的生活环境对领

军人才具有强引力作用,现代化服务发展越快的地区,生活越为便捷,对人才也更具吸引力。 同时,已有研

究表明,空气污染能够显著刺激劳动力的流出,且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37] 。 因空气

污染有损于个体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故而非常容易对有着更高生活环境要求的科技领

军人才产生推力作用。
再次,在职业发展要素中,机构的高排名(org_rank)对人才流动具有显著的拉力作用,而区域高水平的

创新发展能力(ln_inno)与较高的机构科研质量(org_res)对促进人才流动具有显著的推力作用。 一方面,就
职于排名前列机构的学者更为稳定。 这归因于中国科研资源配置机制中,优质资源往往以机构为单位集中

分配。 机构排名越高,其所能获得的科研资源就越为丰富,包括充裕的研发投入、健全的人才发展体系、先
进的研究设施及顶尖的合作网络,这些均为学者的个人职业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高排名机构的

学者更倾向于维持其工作现状。 另一方面,区域和机构的创新发展水平越高,人才越容易流动,这可能和不

同区域和机构的开放程度及人才制度相关。 从区域视角看,中国不同区域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尽

相同,在创新生产越是活跃的地区,学术劳动力市场往往越是开放,人才越容易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流动,带
动知识溢出和扩散,进而提升区域创新发展水平。 从机构视角看,机构创新水平越高,人才间的竞争性越

强,相关制度会更为灵活,人才也越容易流动。 相反,现实中创新生产水平越低的地区和机构,越是会抬高

“门槛”防止人才流失,人才的流动性反而越弱,区域和机构的创新活动也可能会因此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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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ln_pgdp / ln_pwage -1. 478∗∗∗

(0. 296)
-2. 819∗∗∗

(0. 593)

ln_cpi 2. 984∗∗∗

(0. 759)
4. 423∗∗∗

(0. 611)

soc_conv / num_worker3 -0. 036∗∗∗

(0. 009)
-0. 019∗∗∗

(0. 004)

ln_air 0. 203∗∗

(0. 094)
0. 306∗∗∗

(0. 093)

ln_inno / res_num 0. 210∗

(0. 111)
0. 166∗∗∗

(0. 038)

org_rank 0. 010∗∗∗

(0. 002)
0. 011∗∗∗

(0. 002)

org_res 3. 193∗∗∗

(0. 473)
3. 373∗∗∗

(0. 476)

birth_work -0. 978∗∗∗

(0. 219)
-1. 005∗∗∗

(0. 218)

edu_work 1. 243∗∗∗

(0. 191)
1. 205∗∗∗

(0. 196)

age -0. 318∗∗∗

(0. 016)
-0. 321∗∗∗

(0. 017)

work_year -0. 061∗∗∗

(0. 014)
-0. 069∗∗∗

(0. 014)

res_area -2. 309∗∗∗

(0. 186)
-2. 404∗∗∗

(0. 185)

fl_lover 2. 593∗∗∗

(0. 272)
2. 614∗∗∗

(0. 273)

work_time -1. 478∗∗∗

(0. 296)
—

oversea
-4. 735

(6. 024) —

_cons 2. 984∗∗∗

(0. 759)
-2. 995

(6. 177)
obs 2662 2662

Prob
 

>
 

chi2 0. 0000 0. 0000
Pseudo

 

R2 0. 7165 0. 704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统计性显著;括
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最后,归土偏好要素中,乡土偏好(birth_work)对人才流动具有较强的拉力,而母校偏好( edu_work)对人

才流动具有较强的推力。 一方面,与在外地工作的学者相比,在家乡工作的学者表现得更为稳定。 关于乡

土偏好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经典“推拉理论”已有探讨,乡土偏好也被视为影响人才流动决策的重要中间障碍

要素。 另一方面,在就学所在地参加工作的学者发生流动的可能性更高,这可能与人才求学选择相关。 优

秀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会选择远离家乡去资源更为丰富的外地求学,学成时因乡土偏好回乡就业,因而

表现出高流动性。
模型(5)作为各类影响因素的综合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在引入更多解释变量后,空气质量的系数方向

未变,但显著性水平提升,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空气污染对人才流动具有显著的推力作用。 模

型(5)中其他各要素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模型(1) ~ 模型(4)均保持稳定,这初步验证了前述所得结

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此外,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看,相较于其他影响要素,机构科研质量对学者流动的

影响作用最强,学者的年龄、机构工作时长、研究领域及流动偏好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流动决策。
2. 稳健性检验

在基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模型(5)已初步检验了

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为进一步增强这一结论的稳健

性,研究采取了两种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增加控

制变量,二是替换主要解释变量。 在增加控制变量方

面,鉴于个体从业年限与年龄通常对人才流动具有相

似的影响效用,即随着从业时间的增长或年龄的增加,
流动的可能性降低,研究将个体从业年限纳入模型。
此外,参考黄海刚和连洁[38]的研究发现,拥有海外经历

的学者在职业选择上更为灵活,“跳槽”概率更高。 因

此,本文还引入是否有海外经历( oversea) 作为另一个

重要控制变量,以弥补潜在遗漏变量问题。 在替换主

要解释变量方面,研究以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ln_
pwage)”替换“人均 GDP”测度区域经济发展,因为该

指标同样能够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数(num_worker3)”替换“交通仓储邮电

业从业人员数”测度生活便捷度,因为理论上说,第三

产业从业者越多,该地区现代服务业越发达,生活也越

为便捷;以“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从业人员数( res
_num)”替换“年度专利数”测度地区创新水平,因为理

论上看,区域创新水平越高,越能吸引人才,科研从业

者越多,反之亦然。 表 4 显示了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

果,与表 3 中模型(5)的结论相比,两者保持高度一致,
再次印证了表 3 所揭示的四类影响要素对学者个体流

动决策的稳定影响作用。
(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各要素对流动的影响

本文以学者入选人才计划的年份为时间结点,深
入剖析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各类要素如何差异化地

影响科技领军人才的流动决策,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的模型(6)聚焦于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前这一阶段,
回归分析揭示了各类要素对科技人才流动的影响作

用。 结果显示,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前,对学者流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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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职业阶段各类要素与流动的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入选前流动
(logit)

入选后流动
(logit)

入选后流动
(cloglog)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_pgdp -0. 994∗∗∗

(0. 347)
-2. 116∗∗

(0. 880)
-1. 516∗∗∗

(0. 583)

ln_cpi 3. 597∗∗∗

(0. 852)
1. 195

(2. 395)
0. 930

(1. 925)

soc_conv -0. 045∗∗∗

(0. 010)
-0. 040

(0. 030)
-0. 029

(0. 025)

ln_air -0. 315∗∗

(0. 149)
0. 910∗∗∗

(0. 276)
0. 805∗∗∗

(0. 204)

ln_inno
-0. 016

(0. 134)
0. 195

(0. 333)
-0. 097

(0. 266)

org_rank 0. 008∗∗∗

(0. 002)
0. 019∗∗∗

(0. 005)
0. 014∗∗∗

(0. 004)

org_res 2. 577∗∗∗

(0. 491)
6. 850∗∗∗

(1. 550)
5. 573∗∗∗

(1. 230
 

)

birth_work -0. 934∗∗∗

(0. 235)
-2. 256∗∗

(0. 917)
-1. 198∗

(0. 694)

edu_work 1. 214∗∗∗

(0. 209)
0. 712

(0. 591)
0. 351

(0. 435)

age -0. 306∗∗∗

(0. 020)
-0. 384∗∗∗

(0. 074)
-0. 283∗∗∗

(0. 056)

work_year -0. 080∗∗∗

(0. 017)
0. 062

(0. 072)
0. 065

(0. 053)

res_area -2. 339∗∗∗

(0. 202)
-2. 065∗∗∗

(0. 756)
-1. 580∗∗

(0. 632)

fl_lover 2. 669∗∗∗

(0. 322)
2. 743∗∗∗

(0. 611)
2. 266∗∗∗

(0. 494)

_cons
-7. 065

(6. 621)
10. 338

(20. 332)
6. 145

(16. 358)
obs 2295 367 367

Prob
 

>
 

chi2 0. 0000 0. 0000 0. 0000
Pseudo

 

R2 0. 7134 0. 7244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统计性显著;括
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较强拉力作用的要素包括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ln _
pgdp)、便捷的生活( soc_conv)、较差的空气质量( ln _
air)、更高的机构排名( org_ rank) 和乡土偏好( birth_
work)。 相反,对学者流动产生较强推力作用的要素包

括较高的居民消费水平(ln_cpi)、更优的机构科研质量

(org_res)和母校偏好( edu_work)。 模型(7)全面分析

了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各类要素对人才流动的综

合影响。 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学者入选人

才计划之后,对学者流动产生较强拉力作用的要素包

括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ln _pgdp)、更高的机构排名

(org_rank)和乡土偏好(birth_work),而对学者流动产

生较强推力作用的要素包括较差的空气质量( ln_air)
和更优的机构科研质量(org_res)。

对比模型(6)与模型(7)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

现,尽管职业发展要素和乡土偏好在个体跨越不同职

业生涯阶段时,对其流动决策的影响展现出相对稳定

的态势,但经济要素与社会环境要素的影响则呈现出

显著的差异。 第一,在学者入选人才计划之后,生活消

费支出对个体流动的影响作用显著下降。 一是因为入

选人才计划之后学者的经济收入已达到较高程度,对
消费支出的敏感性下降。 二是因为吸引已入选人才计

划的学者是各机构获得组织声望的“捷径”,在此激励

机制下,机构可能会以弥补学者生活消费支出的方式

吸引人才,致使居民消费支出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对

流动决策的影响力减弱。 第二,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学
者对优质空气质量的需求显著提升。 在入选人才计划

之前,个体为满足经济和职业发展需要而不得不在享

有优质空气方面蒙受损失,但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后,个
体会更愿意在空气质量较优的地区聚集。

考虑到样本在入选人才计划之后流动发生的频次较少,为减少“稀有事件”所带来的偏差,研究采用了

Cloglog 模型对模型(7)的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同时,还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

方式,进一步验证了表 5 中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本部分稳健性检验中增加的控制变量和替换

的核心解释变量与前文一致,囿于篇幅所限不再具体展示完整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通过不同方式的稳健性

检验,可以得出表 5 中所展示的不同职业阶段各类要素与科技人才流动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是基本稳健且

可靠的。
(三)进一步讨论

研究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外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内在动力(职业发展和归土偏好)对

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那么,这些要素是如何对个体流动决策发挥影响作用的呢?
首先,外在环境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是影响个体流动意愿的重要要

素。 虽然囿于现实困难,研究难以获得每个样本真实的薪酬待遇水平,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发现了区域经

济发展对个体流动的显著影响。 对科技领军人才而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意味着个体收入的差

异,更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环境、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个

体可以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的质量,因而是人才流动的主要考虑因素。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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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有益于个体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对人才流动产生拉力作用,而高消费支出和空气污染有

损于个体基本生活保障质量,因而对人才流动产生推力。
其次,内在动力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内部力量,其主要提供的个体价值感受是驱动流动的直接动力。

对科技领军人才而言,除高质量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外,个体的自我认同和成就感对流动决策可能具有更

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因为良好的职业发展是学者获得自我认同和成就感的主要路径,当个体面临职业发展

瓶颈或者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时,就会激发其寻求改变的动机,进而产生流动意愿。 因而在低排名机构供

职的学者往往愿意向更高排名的机构流动,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在创新发展水平更高的区域和机构供

职的学者,或者通过区域内流动来获取更多优质的研发资源和合作网络,或者通过向外流动来更好地实现

个体价值。 此外,乡土情节是学者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特殊情感,回馈故乡能够提升个体的价值感受,因
而能够驱动学者回流。

最后,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力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外在环境的变化会激发或抑制个体的内

在动力,内在动力也会引导个体主动选择或适应外在环境,这种互动关系常常构成个体流动的内在逻辑。
对于尚未入选人才计划的学者来说,其职业生涯处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区域供职,有利于其

职业发展,提升自我价值,因而能够激发个体向具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流动的意愿。 当学者入选人才

计划之后,其职业生涯处于成熟阶段,学者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逐渐提高,往往会主动选择在环境条

件及空气质量更优的区域聚集。 因此,在政府引导个体有序流动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关注对外在环境的优

化和对内在动力的激发。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探究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首
先,外在环境中,经济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对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和生活便捷度对人才流动具有拉力作用,而高消费支出和空气污染对人才流动具有推力作用。 其

次,内在动力中,职业发展和乡土偏好会显著影响学者的流动决策,其中供职机构排名及乡土对人才流动具

有显著的拉力作用,而区域和机构的创新发展水平具有推力作用。 最后,在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职业发展

要素和乡土偏好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作用相对稳定,而经济要素与社会环境要素在人才流动中的影响作用表

现出明显差异。 与入选人才计划之前相比,学者入选人才计划之后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敏感性下降,对优质

空气等环境条件的偏好明显提升。 研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要素对个体流动决策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阐明

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力在分别影响个体流动决策的同时,也会发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流动决策。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才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政府可基于人才流动的客观规律,从吸引人才集聚和盘活

人才资源两个向度出发,完善中国人才战略布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关键支撑。
一方面,政府要吸引人才集聚,就可利用海外科技人才资源,基于人才流动的核心要素吸引更多的人才

回流,扩充中国科技人才资源规模。 首先,考虑经济发展对人才流动的拉力作用,政府要注重中国经济环境

的持续优化,提升海外科技人才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心,增强其回流的意愿。 其次,因职业发展影响

科技领军人才的流动决策,政府需关注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后的职业发展预期,可选择海外科技人才回流意

愿较强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建设若干国际人才科创平台,推行顶尖专家 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制,
充分下放人才引进、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自主权,降低国际科技人才回流后继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适应性

成本。 最后,乡土偏好对人才流动具有稳定的拉力作用,政府可充分利用这一要素,强化与海外科技人才的

联系,以“乡土情结”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回流。
另一方面,政府要盘活现有人才资源,基于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引导人才在不同区域和机构间的有序

流动,优化中国科技人才资源分布格局。 考虑人才流动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且不同要素在人才成长不同

阶段对流动决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 因此,国家应引导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目标人才类型,差
异化利用和发挥各类要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作用。 例如,对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省份,地方政府要对标

全球顶级科创中心配置,通过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来吸引顶级科学家和青年人才,鉴于空气质量和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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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在人才成长不同阶段对流动决策的影响不同,因此地方政府还需关注环境污染对顶级科学家和高消

费支出对青年人才的“挤出”。 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省份,地方政府应以经济发展带动人力资

本的流入,同时注重发挥乡土偏好对不同层次人才相对稳定的拉力作用,以“回报故土”吸引各层次人才

回流。
 

本文探究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流动的影响要素及其在不同职业阶段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可以

丰富科技人才流动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能够为政府引导人才有序流动提供决策参考。 但本文也存在

一定不足:一是仅从就职机构的角度来验证各类要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缺乏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差异化背

景条件的比较分析;二是虽然尝试搜集更多一手数据,但可采集到的机构和个体层面的数据仍然较少,如机

构学术环境、科研制度、薪酬待遇等可能会影响人才流动的变量尚未覆盖完整;三是人才流动是一个内涵丰

富的话题,包含诸多考察维度。 例如,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人才流动的差异,科技人才流动对机构及区域创

新发展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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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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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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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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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alents
 

mobility
 

is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build
 

a
 

world-class
 

talent
 

center
 

and
 

innovation
 

highland,
 

as
 

well
 

as
 

to
 

optimiz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alent
 

resources.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cademic
 

talents
 

mobility
 

in
 

China
 

using
 

micro-data
 

of
 

2004
 

Changjiang
 

Scholars,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conclusions
 

can
 

be
 

obtained.
 

A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es
 

a
 

pull
 

factor,
 

and
 

a
 

higher
 

level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creates
 

a
 

push
 

factor
 

for
 

the
 

mobility
 

of
 

academic
 

talents.
 

Convenient
 

living
 

and
 

high-quality
 

air
 

create
 

pull
 

factors
 

for
 

the
 

mobility
 

of
 

academic
 

talents.
 

High-ranking
 

institutions
 

are
 

easier
 

to
 

gather
 

talents,
 

but
 

in
 

the
 

areas
 

and
 

institution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academic
 

talents
 

flow
 

more.
 

The
 

academic
 

talents
 

have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working
 

in
 

their
 

hometown.
 

At
 

different
 

individual
 

stag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hometown
 

both
 

have
 

a
 

relatively
 

stable
 

influence
 

on
 

the
 

mobility
 

decision,
 

howeve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found
 

to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By
 

reveal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cademic
 

talents
 

mobility,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at
 

academic
 

talents
 

different
 

career
 

stages,
 

the
 

researches
 

of
 

the
 

academic
 

talents
 

mobility
 

have
 

been
 

enriched.
 

Meanwhile,
 

reference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scientifically
 

implement
 

policies
 

to
 

attract
 

academic
 

talents
 

to
 

gather
 

and
 

guide
 

them
 

to
 

flow
 

orderly.
 

Keywords:
        

academic
 

talents;
 

Changjiang
 

Scholars;
 

talents’
 

mo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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